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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新世纪文学编年史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顾 玲 玲　 　 　 李 军 辉

摘　 要：新世纪以来，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取代了阐释性的文学史论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注入了新的活

力。 确切地说，这种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主要指编年史的著史方式。 一般来说，文学编年史无意参与到“遮蔽”与
“反遮蔽”的逻辑争论中，它们以一种工具性的自我定位，试图对整个文学史或特定视野下的文学史做出相对全面

的勾勒。 这种勾勒并非毫无意义的资料拼贴，而是让文学史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维度呈现其本来面貌，进而通过

这种方式隐匿地传达出编者的文学史观念。 文学编年史的著史方式追求一种客观精神和求实精神，同时也反映了

文学史研究从“以论代史”到“以史代论”的思想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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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受“重写文学史”观念的

影响，文学史论著如雨后春笋般问世。 这些文学史

著的叙述内容各具特色，叙述逻辑也各不相同。 这

些文学史著通过重写文学史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视

野，传达出了各式各样的文学史观念。 但与此同时，
它们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遮蔽”与“反遮蔽”的无

限循环中。 新世纪以来，“重写文学史”仍然盛行，
但与此前不同，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取代了阐释性

的文学史论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注入了

新的活力。 确切地说，这种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主

要指编年史的著史方式。
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学史论著与文学史研究的

深入发展与成熟，学界出现了多部文学编年史。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２０ 世纪中国少数

民族文学研究丛书”，其中有《２０ 世纪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编年史：１９００—２０００》，但由于该书的编撰体例

较为粗糙、内容较为简略，并未在学界引起多大反

响。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任总主编

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引发海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成为当时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领域少有的盛事。 冯其庸先生认为，这
部著作“无论从时间跨度上，还是从其历史意义来

看，都可谓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①。 这套编年史迅

速成为研究对象，出版不到两年，陈文新教授便从众

多研究论文中精选出 ２６ 篇编成论文集《中国文学

编年史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 直至近年仍有不

少论文屡屡提及这套编年史，甚至认为它“是我国

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史”，“其中於可

训主持的现当代部分也是迄今最详尽的中国现当代

文学编年通史”。②

在此之后，又相继出现多部文学编年史著作，如
张健等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２０１２
年）；钱理群任总主编（钱理群、吴福辉与陈子善三

人分别担任分卷主编） 的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

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１９１５—１９２７）》（简称《中
国现代文学编年史》，２０１３ 年）；刘福春的《中国新诗

编年史》（２０１３ 年）；卓如、鲁湘元主编的《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编年》 （２０１３ 年）；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

学编年史》（２０１３ 年）；陈亚平、王晓华主编的《新世

纪后先锋文学编年史》（２０１３ 年）；刘勇、李怡主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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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２０１５—２０１７）；欧
阳友权、袁星洁主编的 《中国网络文学编年史》
（２０１５ 年）；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

年》（２０１７ 年）等。 这些编年史的写作时间跨度都很

大，资料的收集与前期的调查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於可训先生参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前后耗时六

年，钱理群等人主编的编年史耗时七年，张健等主编

的编年史耗时五年，刘福春更直言《中国新诗编年

史》的完成是他“三十余年的积累”③。
新世纪以来，围绕文学编年史的主要论著，学术

界展开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笔谈活动。 第一次笔谈的

对象是陈文新教授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

史》，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

第 ２ 期、《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以及《洛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为主要平台，刊登了霍有明、陈平原、陈文新、鲁
小俊等人的文章。 第二次笔谈的对象是钱理群、吴
福辉与陈子善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以《文学评论》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为主要平台，刊登了编

者钱理群、吴福辉以及评论家陈平原、姜涛与王风等

人的文章。 第三次笔谈的对象则围绕刘福春的《中
国新诗编年史》、卓如与鲁湘元主编的《二十世纪中

国文学编年》以及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
而展开，以《文学评论》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为主要平台，
刊登了赵京华、刘福春、段美乔、萨支山与程凯等人

的评论文章。
学术界对于文学编年史的实践以及观照耐人寻

味，为什么近年来出现了众多文学编年史？ 不同的

文学编年史作者对此有不同的答案。 在於可训看

来，采用编年史的体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

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重

“论”轻“史”局面，它“迫使学者重新回到第一手资

料中去，通过对文学史的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钩
沉、辑佚”，“构造一个‘用事实说话’的文学史的逻

辑和秩序”。④在钱理群等人看来，“‘编年史’的体

例完全按照自然时间排序，就可以避免将丰富、复杂

的文学现象纳入某一观念，进行有序化处理所带来

的弊端”⑤。 在刘勇看来，“因为文学编年史的编写

是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但它又不是简单的流水

账，而是在其中有一个明显的意图存在”，“这种意

图就是要让人看到文学发展的时间的意义、细节的

价值和逻辑的力量”。⑥

在笔者看来，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文学编年史”
书写热潮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反映了文学研

究范式从“重阐释”到“重实证”的转变。 在“十七年

时期”的文学史著中，阐释文学作品与时代之间的

紧密关联是其核心要义；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重
写文学史”观念下书写的文学史著中，阐释曾经被

遮蔽的主题和技巧是其重要内容。 从根本上说，这
些文学史著都是特定观念指导下的产物，“文学编

年史”试图对这种写作范式进行反拨，它旨在通过

呈现文学史实的方式来探寻文学发展的实质，它的

价值与意义呈现在多个层面。 具体来看，文学编年

史具有无法摆脱的工具性，富有创造性的学者在工

具性的基础之上使之向思想性维度延伸，从而在文

学编年史写作内部与文学编年史写作外部形成了两

种差异性。

一、呈现史实与启发后学

编年体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结绳记事，是中国古

代史书典籍中最为古老的著述体例之一。 东汉郑玄

《周易注》中对远古人类结绳记事的具体方法解释

为“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我们姑且不

论结绳记事科学与否、郑玄的解读正确与否，仅通过

“结绳记事”的字面意思，即可得知远古人类试图通

过“结绳”的线性形式来实现“记事”的目的。
《左传》作为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具有无可替代的史学价值，它涉及“春秋时期各国

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农业、文化、典制、名物、世
系、伦理、礼俗、天文、历法、地理以及西周的社会状

况、远古传说等方面”⑦。 据学者考证，“大约在《左
传》成书之后不久，鲁国的编年体国史《春秋》也开

始成为孔门后学的讲习课程之一”，但因为“《春秋》
叙事过于简略，且史官记事自有其历代相传的一套

体例书法，故一般人不易理解”，而“《左传》内容丰

富，叙事详实，经师们就用它来解释《春秋》中的史

事，犹如今日之‘辅助材料’”，但由于“最初的《左
传》”“题材是纪事体，查找起来很不方便”，“以后经

师们就索性按照《春秋》的体裁，将《左传》改编为按

年编排的编年体”。⑧此后的《资治通鉴》等编年体

史书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同样也有一种“辅助

材料”的功能。 由此可见，编年体有着与生俱来的

工具性。
时间与空间维度的探索是文学史写作的目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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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它们分别与历时性和共时性互为关照。 从历时

性和共时性的角度看，编年史的工具性都有所体现。
纪传体史学论著多呈现出“以点代面”的时空意识；
编年史则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

得了极大的自由。 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

史》除采取编年史固有的“向下的时间序列”外，另
外采取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因而它既 “以

‘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同时也“以
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⑨与这

种安排相对应的，是张健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当代

文学编年史》。 这本编年史在“向下的时间序列”上
进一步拓展，在某些史实的记载上甚至细化到了某

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 其实，这种时间序列的创新

不仅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般编年史的不足，
而且也进一步将其工具性推向极致。 除此之外，文
学编年史在共时维度上的全面叙述也是其工具性的

体现。
文学编年史之外的很多文学史写作主要采取的

是“以论带史”的著史方式，它们醉心于个体论点的

阐释，而无意于探究某年某月某日的文学现场事实

上到底如何。 这些文学史书写所忽视的，正是文学

编年史的优势所在。 谈及借助编年史体例著史，於
可训曾说，他试图“重新搜集、发掘、整理为此前的

现当代文学史所遗漏或舍弃的重要史料和史实，以
便为构造新的更完备的现当代文学史”⑩。 在这样

的基础之上，文学编年史以时间先后顺序同时收入

“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艺争鸣、社团流派、文学交

往、文学会议、作家生平、作品发表、理论批评、文学

报刊沿革、文化和文学政策的制定与沿革”。
张健在《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的“总序”中认

为，文学编年史展现的是一种“静默的呈现”，“编年

史的时间力量，不仅在于历史纵向渐进过程的呈示，
而且更多地表现在共时态的叙述上”，“‘某年’、‘某
年的某月’、‘某年某月的某日’等，不仅仅是同一、
均质的时间能指，琐碎散乱的史实共时态地铺在了

这些时间段里，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文学时代的多维

空间，它使‘复现’历史语境成为可能”，“这种共时

态与历时态相互交织的、琐碎散乱的‘堆积’，正是

编年史特殊的历史叙事方式”，是一种“静默的呈

现”。这种“静默的呈现”是对文学编年史工具性

叙述方式的巧妙概括。
与阐释性的文学史著相比，优秀的文学编年史

总是以准确地呈现史实为主要目的。 这种呈现史实

的方式既是著史者实证主义精神的表达，也是文学

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保证。 事实上，除了最基本的

呈现史实的功能之外，文学编年史还承担着重要的

启迪后学的作用。 编写者们试图通过文学编年史的

写作为下一代文学研究者提供思考的源泉，这在钱

理群等人的编年史写作中体现最为明显。
钱理群主编的编年史预期读者是“已经初步具

有相关文学史知识的青年学生、研究生、文学研究者

和爱好者”，他希望这其中“有心的读者”能够洞

察到书中“写而不点破”的“内在线索”，从而为“读
者留下想象与思考的空间”。吴福辉也说，他希望

自己编撰的编年史能够成为“未来的读者自己‘重
读’文学史，不断‘文学史’”的源泉。 陈平原则称

钱理群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既是

“一代学者的谢幕之作”，又是上下两代学者“代际

交接的接力棒”。 在他看来，“‘接力棒’是指编写者

吸纳新一代的目光，将导致这套书的内部存在许多

‘不稳定因素’，说不定此乃日后学术发展的关键，
或曰‘生长点’”。后来的情况也正像他们期待的

那样，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从中感悟到了更为深层

的想象空间。 这种文学想象空间的背后，饱含着上

一代学术大家们的殷切期望。

二、实证主义精神的张扬

毋庸讳言，任何一部文学史的写作都体现着著

史者的史学思考。 就当代文学史写作领域而言，当
唐弢、施蛰存等人宣扬的“当代文学不宜入史”的论

调仍在耳边回响时，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降的当代文

学史研究却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洪子诚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

程》、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董健与丁帆等人

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

学主潮》，以及孟繁华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

展史》，共同响应了“重写文学史”的号召，使得当代

文学史写作成功地进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

代。 新世纪文学编年史的探索既可以说是“重写文

学史”延续的一个侧面，又可以说是在为更多的“重
写”运动做足准备，当下的文学编年史大都有着相

似的史学追求。
文学编年史的编写者们都期望能够真实地还原

文学现场，这种编写方式本身并不热衷于“遮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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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遮蔽”的论争，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反遮

蔽”的作用。 阐释型的文学史著需要通过论证来证

明它们的观点，文学史实对于它们来说，是一堆等待

筛选的材料。 合则用、不合则弃，是这类研究范式处

理材料的基本方式。 换言之，阐释型文学史著对文

学史原本面目的反映是经过细致雕琢过的，它无法

反映文学史的本真面貌。 文学编年史则旨在尽可能

全面地呈现文学史，它超脱了阐释型文学史著之间

的那种“遮蔽”与“反遮蔽”，它反对一切“遮蔽”历

史的行为，希望实现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 “反

遮蔽”。
不少编年史家都曾强调过他们对史实的渴求。

於可训在谈到编撰编年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时指

出：“所录入的文学史实，涉及事实经过部分，或综

合各种材料进行简明扼要的叙述，或摘引某一完整

的材料代替叙述者的综合，皆力求真实准确。 涉及

对事实的评论部分，则征引原始文献，复现当时人的

观点。 涉及对立或不同意见，则征引多家评论，以便

比较。”由此可见，於可训试图通过尽可能全面地

编排文学史实的方式来复现文学现场，这使得文学

史的历史线条更加清晰明了。 钱理群也坦言，“‘进
入历史情境’与‘现场感’，都只是相对的，有限的，
因为从根本上说，历史既不可重复，也就不可能重新

进入”，但他“依然认为，努力去接近，还是有可能

的，而且有没有这样的努力，效果是不一样的”。透

过他的编年史写作，我们确实也能够感知到这种努

力。 张健则说，他的编年史“作为一部中国当代文

学的大型编年史，勉力勾画的是一幅眉目清秀、行貌

完整的当代文学的‘清明上河图’”。 张大明饶有

深意地在其编年史的“开篇说明”中写道：“文学史

研究对史料的掌握要做到‘竭泽而渔’”，“竭泽而

渔”确实也成为众多编年史写作者的著史追求。 这

些勤勉的研究者通过多年的资料收集与编撰所想要

实现的就是能够“还原文学现场”，即便这种“还原”
只能是无限地趋近、无法完整地重现。

同时，文学编年史的写作试图摆脱“以论带史”
或“以论代史”中重“论”轻“史”的文学观念，力图

建构一种“以史代论”或“论从史出”的文学史方法

论。 於可训反思了先验成分十足的方法论，他认为

“‘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方法论，无疑带有很

重的先验成分”，在这种先验成分的诱导下，很多

作品会被误读。 在他看来，学者需要“重新回到第

一手资料中去”，“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这些文学史

料的甄别与选择、比照与胪列，构造一个‘用事实说

话’的文学史的逻辑与秩序。 这种文学史的逻辑和

秩序，不是靠观点来‘黏合’史料，而是靠史实之间

的联系建立起来的，史家的观点和评价，就隐含在这

些史实及其所建立的关系之中”。钱理群也表达过

相似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全书条目的选择与叙

述，都暗含着我们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些基本关系

的持续关注，如文学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

关系，文学与出版、教育、学术……的发展，等等，都
形成了我们的历史叙述中的内在线索，看似散漫无

序、时断时续，但有心的读者是不难看出其间的蛛丝

马迹的。”刘勇与李怡也直接阐明：“文学编年史

本身，当然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它的判断不能直

接表现为文学现象的筛选，当然更不能转化成一系

列明确的论述，编年史的存在形态就是以时间为单

位，将某一时间段发生的文学事件、产生的文学作品

客观呈现出来”。 以上类似的观点我们同样可以

在张健、刘福春等编年史研究者的论著中清晰可见。
由此可见，为了摆脱现有文学史研究思维定势存在

的弊端，文学史家们试图通过编年史的方式，实现

“以史代论”的实证叙述方式，这极大地张扬了文学

研究的实证主义精神。

三、文学史的多面呈现

不同形态的文学史写作之间既存在某种共性，
也存在着各具特色的差异性。 恰如前文所提及的

“当代文学史”写作，不同文学史家基于不同的史学

素养与价值追求创作了各具特色的文学史著作。 在

这里，笔者所谈的文学编年史的“差异性”内涵较为

广泛，既指它与文学编年史以外的文学史之间的差

异性，同时也指文学编年史写作内部所存在的差异

性。 与文学编年史之外的其他文学史书写相比，文
学编年史在体例与方法论上与它们的差异十分显

著，前文不同部分已有所论述，兹不赘述。 在文学编

年史之内，除著史对象存在差异外，不同的编年史在

内容选取上的差异也较为明显，同时，文学编年史在

著史意义的定位上也有一定不同。 这里主要侧重论

述文学编年史内部的差异性。
首先，不同文学编年史的著史对象有所差异，这

种文本间的差异性使得彼此之间得以互补。
文学编年史中既有宏观叙述整个“中国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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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史”的著作，更有着眼于“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现代

文学编年史”“左翼文学”“新诗”“网络文学”“民族

文学”以及“先锋文学”等专门的文学编年史著作。
这些编年史著作汇聚在一起，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示

文学发展的不同面貌，从多个角度呈现学者们的研

究成果。
文学史的写作从来都是需要想象力与创造力

的，２００９ 年吴福辉的《插画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摆脱了曾经呆板僵化、毫无生气的文学史写作模式，
以个性化叙述的方式实现了对主流文学史的消解或

补充；２０１０ 年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则体现了他“坚持从史料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与

学风；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继承、坚守

‘五四’，又超越‘五四’的基本立场”。 在出版《中
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１９１５—
１９２７）》时，钱理群曾谈到出版背景与考虑，他认为

以往的文学史著作“陈陈相因，重复劳动的多，真正

有独创性的著作”却较少，因而认为“现代文学研究

学科的当下状态却不能不令人忧虑：表面的繁荣下

面，掩盖着实质上的平庸”。众多编年史著作确实

也试图去突破这种平庸，《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
中收入了大量的文言小说以及古体诗，而这些文本

在“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逻辑架构中是被排除

在外的，卓如、鲁湘元试图以补充与发掘史料的形式

来凸显出自身编年史的差异性。 张大明的《中国左

翼文学编年史》与其他编年史的不同点在于，它具

有较为鲜明的个人风格，是一部有立场的编年史。
它通过“本篇要略”和“本篇结语”等形式，使得史实

在具有工具性的同时能够成为支撑作者立场的有利

论据。 除此之外，《中国网络文学编年史》通过对汉

语网络文学的梳理，向我们展现了网络文学的线性

发展。 尽管这部网络文学编年史的编撰在内容和体

例上都显得较为粗糙，但它毕竟向我们展示了粗线

条的网络文学发展史。
其次，尽管所有的现当代文学编年史面对的都

是同一个“历史”，但在不同审美标准、不同价值体

系指导下书写的文学编年史在内容的选择上、线条

的描摹上都有所差异。
在现代文学编年史的写作上，我们通过对於可

训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与刘勇、李怡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１８９５—１９４９）》做比

较可以粗略发现：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前者从 １９１２
起至 １９４９ 年止，后者则从 １８９５ 年起至 １９４９ 年止；
从篇幅上来看，前者共 １ 卷 ８０ 万字左右，后者共 １１
卷 ２８０ 万字左右；从内容上看，两书所收录的主要内

容差异不大，主要差异在于由于篇幅不同所造成的

史料数量上的差异。
文学史的起点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於书

并未明确表明将 １９１２ 年设为现代文学编年史起点

的原因，但“绪论”中谈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
时，他指出：《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中国现代文学的

起点是 １９１９ 年，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分

期一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中国现代文学的

起点是 １９１７ 年，与《新青年》迁京有关；《新文学史

纲》中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为 １９１８ 年，是新民主主

义文学的分期方法；《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中国现

代文学的起点是 １９１７ 年，并将第一个时期命名为五

四运动时期。由此可见，於书将中国现代文学编年

史的起点设为 １９１２ 年是综合考量新文学运动的结

果。 刘勇、李怡主编的现代文学编年史对这一问题

则有明确说明：“清末民初的文学，实乃中国文学发

展的重要阶段，正是其文学与文化的不断新变，引领

了后来五四文学革命的爆发，也直接启蒙了现代文

学的发生”，颇有点儿“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逻

辑意味。
於书所录入的文学史实主要包括“文学思潮、

理论批评、创作现象、社团流派、文学交往、文学会

议、作家生平行止、作品发表出版和文学报刊的沿革

变迁，以及与文学有关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和社

会文化活动等背景材料”；刘勇、李怡主编的现代

文学编年史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

背景、主要作家行踪、文学活动、文学思潮、文学出

版、主要文学作品的基本情况”。 虽然於书篇幅有

限，但竭力描摹了尽量多的重要文学史实，刘勇、李
怡主编的现代文学编年史则在於书基础上使史实更

加翔实。 在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写作上，於可训主编

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与同为北京师范大

学主要编纂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有类似的异

同点。
最后，著史对象的不同、内容选取上的差异，是

由文学编年史不同的定位决定的。
刘福春在谈及自己的《中国新诗编年史》时坦

言，他希望努力将这本书做成一本“信史”。 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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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编年史在“总序”中明确表明他是有预期读者

的，而且他特别强调“我们不承担普及、传授文学史

知识的任务”，经由吴福辉等人的进一步阐释可以

得知，他不希望通过文学编年史的方式去传授固化

的知识，而是希望后进学者能够在该书的启发下创

造出更具想象力的文学史书写。 与此不同的是，於
可训在谈及他的文学编年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

价值时，则认为编年史既有“史料学”和“文学史学”
方面的价值，也有“文学史教学方面的价值”，他希

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文学史学习的辅助材

料”。如果说钱理群等人的文学编年史编撰只是以

个性化的方式启发部分已有文学基础的人群的话，
那么於可训等人所编写的文学编年史则上升到更为

宏观的高度，并使文学史具有了开拓性的社会意义。
不同的文学编年史书写者在编写之初应该有着

不同的定位，他们或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启发后

进学者，或是希望能够拥有教学价值，或是希望认真

书写一部完整“去蔽”的“信史”。 这些定位与文学

编年史的差异性内容和编撰策略，共同呈现了文学

史的多重面相。 不同文学编年史的差异与特色都体

现了文学史家试图还原文学史现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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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ｌ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ｋｅｔ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ａ ｍｅａｎｉｎｇｌｅｓｓ ｃｏ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ｕｔ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ｈｏｗ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ｅｃｒｅｔｌｙ ｃｏｎｖｅｙ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ｐｕｒｓｕｅｓ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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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编年史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